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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普遍认为员工在职场中的真诚有助于该员工与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本研究提出员工真诚对同事关

系的影响很可能积极和消极并存, 其作用效果取决于员工与同事之间的共事时间。基于社会渗透理论并整合归因

的文献, 本研究认为同事怀疑和同事信任是员工真诚影响同事关系的关键中介机制。为检验本研究理论模型假设, 

采用轮询问卷法(round-robin survey)和实验法分别开展两个独立调研。结果发现：在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员工

真诚会引发同事怀疑降低同事信任, 减少人际帮助并增加人际排斥。在共事时间较长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则有助于

打消同事怀疑增加同事信任, 增多人际帮助并减少人际排斥。通过引入共事时间作为调节变量, 本研究发现员工真

诚对同事关系的影响由消极转化为积极需要经过足够长时间的共事才能实现。 

关键词  员工真诚, 共事时间, 同事信任, 同事怀疑, 人际帮助, 人际排斥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 社会和学界越来越关注员工在职场中

的真诚(Cha et al., 2019; Grandey & Gabriel, 2015)。

真诚是指员工按照内在真实自我的行事方式(Caza 

et al., 2017)。这个主题引起广泛关注有多方面的原

因。比如 , 更加关注自我的新生代员工进入职场

(“Generation Me”; Twenge et al., 2010); 企业间人

员流动性攀升, 人们更希望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Lindholm, 2009), 这使得他们在职场更倾向于遵

从内在真实自我而行事。研究表明员工在工作中的

真诚能够满足自我决定的需要(Leroy et al., 2015), 

为其工作赋予更深的意义(Ménard & Brunet, 2011)

并提高工作投入(Metin et al., 2016)。然而关于员工

真诚对职场中人际关系影响的探讨却方兴未艾(Cha 

et al., 2019)。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员工真诚能够促进

与 同 事 之 间 积 极 的 人 际 互 动 (Ilies et al., 2005; 

Kernis & Goldman, 2006; Gill & Caza, 2018; Tang, 

Xu et al., 2021)。这主要是基于以往研究发现真诚

有 利 于 消 除 互 动 中 的 疑 虑 建 立 彼 此 的 信 任 (e.g., 

Swann et al., 1994; Wickham, 2013)。这些研究主要

在 亲 近 的 人 际 关 系 中 开 展 , 比 如 恋 人 (Wickham, 

2013)或朋友(Peets & Hodges, 2018), 同事之间的交

往 却 未 必 有 如 此 深 入 。 由 于 员 工 流 动 性 的 提 高

(Lindholm, 2009), 许多同事之间可能还相当陌生, 

甚至比较疏离(e.g., Xu et al., 2020)。基于这些研究

发现提出员工真诚促进同事间积极人际互动的观

点可能有失偏颇。 

我们认为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影响很可能

是积极和消极并存的。一方面, 员工真诚有助于建

立信任促进同事积极的人际互动。另一方面, 员工

真诚也可能让同事感觉这样的行事方式超越了关

系的界限, 产生怀疑引发消极的人际互动。职场中

真诚相关的研究也能佐证这个推论。比如, Yagil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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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er (2013)的研究发现, 当服务人员与顾客倾诉

个人纠结时, 这种真实自我的表露可能会让顾客觉

得服务人员的行为不符合彼此关系的性质越了界

而产生排斥。亟需深入探究的是, 员工真诚通过何

种机制对同事关系产生影响？积极和消极影响在

何时占据主导？为了清晰地刻画员工真诚的双刃

剑效应, 本研究聚焦于员工真诚如何影响人际帮助

(e.g., Grant & Mayer, 2009)和人际排斥(e.g., Robinson 

& Schabram, 2019), 因为这两种行为是工作场所中

典型的积极和消极人际互动。本研究基于社会渗透

理论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Altman & Taylor, 

1973; Taylor & Altman, 1987)整合归因的文献(i.e, 

Hilton et al., 1993; Reeder et al., 2004)进行分析, 提

出员工真诚可能通过影响同事对该员工的信任和

怀疑对同事关系产生影响。社会渗透理论认为彼此

互动中展现符合关系的言行能让人比较放心产生

信任; 相反, 相对于关系过于内在或者外在的自我

展现都可能让对方感到这个举动难以清晰归因解

释而产生怀疑, 影响彼此间的互动。该理论进一步

提出人们主要基于双方关系的阶段设定适合展现

的自我层面：刚开始认识的初始阶段, 通常限于展

现比较外在的自我层面; 在相识较长时间之后, 双

方会期望了解彼此的内在自我层面。鉴于此, 本研

究提出一个关键的调节变量：员工与同事之间的共

事时间。在共事的早期, 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所产

生的影响可能主要是负面的, 引发同事怀疑降低信

任, 减少人际帮助并增加人际排斥。在共事较长时

间之后, 员工真诚的正面作用可能会占据主导, 有

助于增加同事信任打消怀疑, 增多人际帮助并减少

人际排斥。 

1.1  员工真诚与同事互动 

真诚是指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按照内在真实自

我行事的行为倾向(Kernis, 2003; Kernis & Goldman, 

2006)。根据 Kernis 和 Goldman 的分析, 这种行事

方式包含 4 个方面：其一, 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 

指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 清楚了解内在真实自我 , 

包括自身感受、想法和价值观; 其二, 无偏见加工

(unbiased processing), 指坦然面对真实自我, 承认

自 己 的 缺 点 与 不 足 ; 其 三 , 真 诚 行 为 (authentic 

behavior), 指按照内在真实自我行动, 用行为表明

自 身 立 场 、 想 法 和 价 值 观 ; 其 四 , 关 系 透 明 性

(relational transparency), 指员工在与同事在交往中

展现内在真实自我。他们据此提出真诚的构念中包

含这 4 个成分。这个构念目前在管理学中应用最为

广 泛 , 被 用 于 构 建 真 诚 型 领 导 的 概 念 内 涵 (e.g., 

Ilies et al., 2005; Neider & Schriesheim, 2011; 

Walumbwa et al., 2008)。本研究沿用 Kernis 和

Goldman 所提出的真诚构念, 提出员工真诚是指在

日常工作中按照内在真实自我行事。这种行事方式

会影响同事互动。 

基于社会渗透理论和归因的文献, 本研究提出

员工真诚可能影响同事对该员工的信任和怀疑。社

会渗透理论认为人们会将自我从内在到外在划分

为许多层 , 就像洋葱将内在核心自我包裹在内层 , 

并且设定适合呈现的自我层面(Altman & Taylor, 

1973; Taylor & Altman, 1987)。与初识的人互动中所

展 现 的 自 我 通 常 会 限 定 在 相 对 浅 表 的 外 在 层 面

(Harrison et al., 1998)。与熟识的人互动中所呈现的

自我则会在比较内在的层面(Altman et al., 1981)。

展现符合关系的自我层面让人容易理解和接受, 互

动起来感觉比较放心产生信任。然而, 展现相对于

关系过于外在或内在自我层面都可能让对方对这

个举动产生怀疑。沿用该理论的逻辑, 本研究认为

员工真诚的行事方式很可能会影响同事的信任和

怀疑。员工真诚按照内在真实自我行事, 秉行自身

价值观, 坦白承认不足表达真实感受(Kernis, 2003; 

Kernis & Goldman, 2006)。假如这种内在真实自我

的呈现符合同事所界定适合展现的自我层面, 则员

工真诚会让同事产生信任。这种信任主要基于同事

能 够 理 解 和 预 期 该 员 工 的 行 为 (knowledge-based 

trust; Lewicki et al., 2006), 因为这时可以将员工真

诚归因于双方关系。相反若这种内在真实自我的呈

现不符合同事所界定适合展现的自我层面, 则同事

可能产生怀疑。根据归因研究的发现, 当对他人举

动感到难以理解以致心存多种可能归因解释时, 怀

疑就会产生(Ham & Vonk, 2011; Hilton et al., 1993)。

这种怀疑主要表现为该员工言行动机暗昧不明的

一种不确定心态(suspicion of ulterior motives; Fein, 

1996; Marchand & Vonk, 2005)。简而言之, 当员工

真诚表露内在真实自我不符合同事心中所界定适

合展现的自我层面时, 同事可能会感觉这种行事方

式难以理解而对行为动机归因模糊不清以致产生

怀疑降低信任。当员工真诚的行事方式切合同事所

界定适合展现的自我层面则有助于澄清这种模糊

的归因, 消除怀疑产生信任。 

1.2  共事时间对员工真诚与同事怀疑和同事信

任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基于社会渗透理论, 本研究提出员工真诚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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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怀疑和同事信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

工与同事之间的共事时间。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互动

中所设定适合展现自我层面的依据主要是两人关

系的阶段(Altman & Taylor, 1973; Taylor & Altman, 

1987)。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由于彼此不甚了解, 通

常限定自我呈现在相对外在的层面。随着相识时间

增长, 互动增多, 相互更多了解。这时则会展现更

内在的自我层面 (Altman et al., 1981; Collins & 

Miller, 1994)。这个理论逻辑应用于本研究。共事

早期由于同事对该员工了解较少 , 相对比较陌生 , 

同事会期望呈现比较外在的自我层面。员工真诚按

照内在真实自我行事可能超出该阶段适合展现的

层面, 让同事感觉员工的举动不符合预期。这个阶

段信任的基础主要是彼此遵守普遍规范、行为相对

可预期(predictable; Rousseau et al., 1998)。员工的

举动会让同事感觉难以建立信任。而且研究发现人

们在初识的时候倾向于对这样难以理解的行为进

行多种可能模糊归因(Fein et al., 1990)。同事对该员

工的行事方式心存多种可能的解释, 以致对其动机

产生怀疑。具体而言, 员工坦白承认缺点和不足可

能会让同事怀疑是否想要逃避这些方面的工作, 或

者预先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错误推脱责任 (Wooten, 

2009)。员工清晰表明自身价值观, 在工作中坚持自

己的观点。由于没有过往经验作为参考, 同事可能

对这样的举动心中存疑。员工真诚展现内在自我, 

这种超出预期的举动会让同事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总体而言, 在共事早期, 员工真诚会让同事感觉难

以建立信任, 怀疑背后有不明的动机。 

经过较长时间共事之后, 同事累积了对该员工

足够多了解并逐渐形成了整体的认识, 也即关于他

/她是怎样的人(who he/she is)的理解。在这个阶段, 

同事对该员工的整体认识构成其信任的基础, 根据

这些认识来理解该员工具体言行 (Lewicki et al., 

2006)。员工真诚按照内在真实自我的行事方式——

清晰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并在行动中实践, 承认自身

不足并坦诚分享自己的想法——符合同事所界定该

员工在这个阶段适合展现的自我层面, 能够让同事

感觉比较安心。而且同事这时已经可以对该员工的

行为进行相对准确的内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Reeder et al., 2004), 判断该行为是否出于内在真实

自我。这种情况下, 员工真诚的行事方式会让同事

感觉行为符合其整体认识, 有助于建立信任, 消除

怀疑(Greene et al., 2006; Taylor & Altman, 1987)。如

果此时员工隐藏内在真实自我则反而可能让同事

感觉行为不符合预期产生怀疑, 降低对该员工的信

任。综合以上分析, 本研究认为, 在共事时间较短

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可能增加同事怀疑降低同事信

任; 经过较长时间的共事之后, 员工真诚则可能降

低同事怀疑增加同事信任。因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 1a：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与同事怀疑之

间的关系。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关系呈

正向, 共事时间较长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关系呈负向。 

假设 1b：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与同事信任之

间的关系。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关系呈

负向, 共事时间较长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关系呈正向。 

1.3  员工真诚对人际帮助和人际排斥的间接效应 

本研究认为同事的怀疑和信任会进而影响同

事对该员工的人际帮助。人际帮助是职场中常见用

于表达亲近的行为(Grant & Mayer, 2009; van Dyne 

et al., 1995)。由于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和资源, 所

以人们通常倾向于帮助那些可能得到回报的对象

(Halbesleben & Wheeler, 2015; Koopman et al., 

2016)。同事怀疑中包含着对员工行为举止背后动

机不确定的疑虑(Marchand & Vonk, 2005)。当怀疑

较高时, 即使看到该员工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 

同事也可能犹豫是否提供帮助, 因为担心自己“吃

亏”或被利用, 认为提供帮助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就

算该员工寻求帮助 , 同事也可能摇摆不定而推脱

(Grodal et al., 2015)。这就导致同事怀疑可能减少人

际帮助。然而当同事对该员工建立了足够的信任, 

则可能认为帮助对方是必要的, 对将来有益的。出

于这个原因, 同事给该员工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会大

大提高(Halbesleben & Wheeler, 2015)。而且这种情

况下同事可能更敏锐地察觉到员工遇到的困难和

需要帮助, 并且更加愿意提供帮助(Cialdini et al., 

1997)。因此, 本研究认为同事怀疑与人际帮助之间

存在负向关系; 同事信任与人际帮助之间存在正向

关系。 

假设 2a：同事怀疑与人际帮助之间呈负向关系。 

假设 2b：同事信任与人际帮助之间呈正向关系。 

同事的怀疑和信任也可能会影响同事对该员

工的人际排斥。人际排斥是职场中典型表达疏远的

行为, 表现为回避眼神和规避交流等等(Ferris et al., 

2008)。出于对该员工的怀疑, 同事感觉与之互动潜

藏很大的不安全, 担忧有所隐瞒(Fein, 1996; Hilton 

et al., 1993)。同事会尽量避免与该员工接触以规避

不安全和模糊的情境(Zhang & Zhou, 2014)。怀疑的

心态也会促使同事尝试挖掘该员工行为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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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倾向归因于利己动机(self-serving motives; DeCarlo, 

2005)。同事会将员工真诚举动解读为自私。例如, 

坚持立场可能被看作忽视他人感受(Jones & Paulhus, 

2009)。同事可能因此与该员工保持距离(Ferris & 

Hochwarter, 2011)。相应地, 当同事比较信任该员工, 

这种信任会让同事用相对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该员

工的行为举止。员工真诚的行事方式很可能被理解

为表达信任和善意(Tang, Xu et al., 2021)。同事与该

员工互动中可能会感觉比较安全, 因此表现出较少

的人际排斥。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 

假设 3a：同事怀疑与人际排斥之间呈正向关系。 

假设 3b：同事信任与人际排斥之间呈负向关系。 

结合前面关于员工真诚与同事怀疑和同事信

任之间关系的论述(假设 1),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员

工真诚可能通过作用于同事怀疑和同事信任影响

同事对该员工的人际帮助, 并且这个间接效应会受

到共事时间的调节。具体表现为, 在共事时间较短

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可能会通过提高同事怀疑减低

同事信任, 以致减少人际帮助; 在共事时间较长的

情况下, 员工真诚则会有助于降低同事怀疑提高同

事信任以增多人际帮助。因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 4：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通过影响同事

怀疑(4a)和同事信任(4b)对人际帮助的间接效应。在

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增加同事怀疑降

低同事信任进而对人际帮助产生负向间接影响; 在

共事时间较长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降低同事怀疑提

高同事信任进而对人际帮助产生正向间接影响。 

本研究认为员工真诚也可能通过作用于同事

怀疑和同事信任进而影响同事对该员工的人际排

斥, 并且这个间接效应也同样可能受到共事时间的

调节。在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会通过

提高同事怀疑减低同事信任, 以致增加人际排斥; 

在共事时间较长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则可能有助于

降低同事怀疑提高同事信任, 进而减少人际排斥。

本研究据此提出： 

假设 5：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通过影响同事

怀疑(5a)和同事信任(5b)对人际排斥的间接效应。在

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增加同事怀疑降

低同事信任进而对人际排斥产生正向间接影响; 在

共事时间较长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降低同事怀疑提

高同事信任进而对人际排斥产生负向间接影响。 

综上所述,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为验证

该理论模型, 我们开展了两个独立的研究。研究 1

的问卷调研主要探讨同事怀疑作为员工真诚对同

事关系影响的中介效应, 因为这是本研究有别于以

往研究的关键解释机制。得到结果支持后, 我们在

研究 2 采用实验法对整体模型进行检验。这样做有

两方面好处。其一, 研究 1 问卷调研结果难以支持

理论模型中的因果推论(causality); 研究 2 采用实

验法则能够有效处理这个问题。其二, 使用不同研

究方法的设计能够在多种研究情境中反复检验理

论假设; 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研究发现的可靠性

(robustness)和外部效度(generalizability; Wright & 

Sweeney, 2016)。 

 

 
 

图 1  理论模型 

 

2  研究 1: 同事怀疑中介效应的轮
询问卷调研 

2.1  研究方法 

2.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样本取自中国华南地区一家企业的

工作团队。团队的员工通常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平

时多有互动。本调研问卷采用轮询设计(round-robin 

design; Warner et al., 1979), 要求同一团队中的成

员之间进行相互评价。这种问卷设计已经在越来越

多的管理学研究中被采用, 主要用于刻画工作场所

中的人际互动(e.g., Lee & Duffy, 2019; Ouyang et 

al., 2018)。以 4 名成员(成员甲、成员乙、成员丙和

成员丁)组成的团队为例具体说明问卷设计。在该

团队中测量同事怀疑时, 会要求成员甲汇报自己分

别对于成员乙、成员丙和成员丁的怀疑。同时, 要

求成员乙汇报自己分别对于成员甲、成员丙和成员

丁的怀疑。以此类推。所有参与调研的成员都会被

要求汇报对其他每位成员的怀疑。本研究采用轮询

设计测量同事怀疑、人际帮助和人际排斥。我们在

第一个时间点(T1)要求参与调研的成员汇报自己的

个人信息, 并测量员工真诚和同事怀疑。为了降低

同源误差 , 在间隔两周之后的第二个时间点(T2), 

参与调研的成员汇报人际帮助和人际排斥。本研究

要求员工汇报同事对其人际帮助, 同事汇报其对员

工的人际排斥。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均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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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并被验证的成熟量表, 对英文版本原量表采用

了双向翻译程序翻成中文(Brislin, 1980)。 

在本研究中, 第一次调研发放问卷 384 份, 回

收有效问卷 333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 86.7%; 第二

次调研发放问卷 333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99 份, 回

收有效率为 89.8%。将轮询问卷进行匹配, 删除不

完整的配对数据, 最终样本为 63 个团队中的 1027

个人际配对(dyads)。平均团队规模为 5.6 人(SD = 

2.82)。在完成有效问卷的 299 名员工中, 女性占比

44.8%, 平均年龄为 34.39 岁(SD = 7.46), 具有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 78.6%, 在该企业的平均工作

年限为 9.18 年(SD = 6.96)。 

2.1.2  问卷测量 

员工真诚(T1)。本研究采用 Leroy 等人(2015)

所开发的员工真诚量表。该量表改编自 Kernis 和

Goldman (2006) 的 个 人 真 诚 量 表 (Authenticity 

Inventory)。量表包含 4 个维度每个维度 4 个题项, 

共 16 个题项, 包括“对于我所做的事情, 我很清楚

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自我觉察)、“我毫不掩饰自己

的缺点和错误” (无偏见加工)、“我会按照自己的信

念去做事” (真诚行为)、“我如实地向他人说明自己

的想法” (关系透明性)。在问卷中, 询问参与调研的

员工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题项中的内容适合用于描

述自己。采用李克特 7 点评分量表, 1 为“非常不同

意”, 7 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 表明员工真诚程

度越高。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发现

单因子二阶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2(116) = 234.0, 

CFI = 0.92, TLI = 0.91, RMSEA = 0.06, SRMR = 

0.05, 说明该量表的 4 个维度能够整合为单个因子

用于表征员工真诚。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同事怀疑(T1)。研究使用 DeCarlo (2005)所开

发的 3 个题项测量同事对员工行为动机的怀疑。在

调研中, 要求参与调研的成员回顾自己分别与其他

每位成员在工作中互动的经历, 并根据这些人际互

动的经历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题项中的内容能

够反映自己对具体某个成员互动的感觉, 1 为“非常

不同意”, 7 为“非常同意”。题项包括“他(她)好像总

是另有所图”、“他(她)做事的动机似乎暧昧不明”、

“他(她)给人别有用心的感觉”。该测量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95。 

人际帮助(T2)。在本研究中, 采用 Ouyang 等人

(2018)在轮询设计中所使用的四题项量表来测量同

事之间的人际帮助。该量表要求参与调研的员工汇

报其他成员对自己给予帮助的频次, 1 为“从不”, 7

为“总是”。题项包括“他(她)在工作上为我提供帮

助”、“他(她)给我分享他(她)专业方面的知识技能”、

“他(她)花时间帮我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他

(她)帮助我完成积压的工作”。该测量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96。本量表要求员工汇报, 得分会被用于

表征同事对员工的人际帮助。 

人际排斥(T2)。本研究改编 Ferris 等人(2008)

的职场排斥量表(workplace ostracism scale)用来测

量人际排斥。原量表主要用于测量个体在职场中所

感受到的社会排斥。本研究沿用在轮询设计中将长

量表进行改编并缩减的通常做法对量表进行了处

理(e.g., Lam et al., 2011; Lee & Duffy, 2019)。改编

是为了让量表符合具体的情境; 缩减是为了降低参

与者填写问卷的疲倦(fatigue), 因为轮询问卷要求

每位成员就相同题项对多个其他成员进行评价。由

于主要用量表来测量工作团队中两名成员之间的

人际排斥, 本研究首先将题项中内容改述为符合两

人之间互动的情境, 并且从排斥者的视角来进行措

辞用于反映同事对该员工的人际排斥。比如, 原量

表中的第二项“在你进入房间的时候, 其他人会散

去”被改编为“当他(她)进入房间的时候, 我会离开”; 

原量表中的第六项“其他人不会看着你”被改编为

“我会回避与他(她)有眼神接触”。然后, 邀请两名

管 理 学 博 士 研 究 生 对 改 编 后 题 项 的 内 容 有 效 性

(content validity)进行评估。基于该评估结果, 选择

其中最能表征同事之间人际排斥的 3 个题项, 分别

为“我会回避与他(她)有眼神接触”、“我会避免与他

(她)交谈”、“他(她)在场的时候, 我会表现得他(她)

似乎不在”。问卷要求参与调研的成员汇报自己分

别向其他成员做出题项中行为的频率, 1 为“从不”, 

7 为“总是”。该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共事时间。在本研究中, 我们希望能够获取团

队成员两两之间准确的共事时间。在第一次调研的

时候(T1), 我们要求成员在轮询问卷中汇报自己与

其他每位成员之间的共事时间。这样, 两人之间的

共事时间由两人分别进行了汇报。然后, 对照两人

所汇报的时间查看是否一致。其中, 大部分的汇报

(84.2%)是一致的。为了尽量确保汇报的准确性, 在

第二次调研的时候(T2), 我们将两人所分别汇报的

共事时间都呈现在问卷中并要求成员进行再次确

认。该操作有效澄清了汇报有差异的情况。 

控制变量(T1)。本研究要求参与调研的成员汇

报自己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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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以及在该企业的工作年限。在分析验证研究假

设时, 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 因为这些变量可能

影响到两人之间关系(Harrison et al., 1998)。同时, 

我们要求团队领导提供该团队成员的人数, 并且在

分析中控制了团队规模, 因为研究表明团队规模也

会影响团队中的人际互动过程(Richter et al., 2006)。

本研究的主要逻辑是员工真诚可能通过作用于同

事怀疑进而影响同事对该员工的人际帮助或人际

排斥。然而, 同事对该员工提供帮助或保持疏远的

原因未必出于对员工真诚所产生的怀疑, 也有可能

是同事希望明确双方关系的界限以保持其自身的

独立性(Robinson et al., 2013)。因此, 本研究控制了

同事保持独立的意愿(desire for independence)。我

们采用 Nagumey 等人(2004)所开发的量表对该变

量进行测量。题项包括“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对我来

说非常重要”、“自己的问题要我自己来面对”以及

“不能依靠别人来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1 为“非常不

同意”, 7 为“非常同意”)。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5。在本研究假设检验的分析中, 是否加入控制

变量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统计结论基本一致。 

2.1.3  分析策略 

轮询设计调研所取得的数据并非彼此独立的, 

该数据具有复杂的层级结构。比如, 前面举例的 4

人工作团队, 甲−乙的人际关系嵌套在成员甲和成

员乙之间; 这些成员又嵌套在同一团队之内。这种

复杂的层级关系使得数据存在 3 个层次：人际层次

(dyadic level; 甲−乙)、个体层次(individual level; 

成员甲和成员乙)以及团队层次(group level)。本研

究采用一种特殊的层级数据分析方法——社会关

系模型(social relations model; Kenny, 1994; Kenny 

et al., 2006)。采用这种方法首先需要将因变量变异

(variance)按照不同层次进行分解。由于其层级特征, 

因变量变异可分解为源自团队、源自个体(包括源

自员工和源自同事)以及源自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个层级的变异。本研究主要关注员工与同事之间

的关系。因此, 我们首先将两人之间互动关系中所

产生的变异分解出来, 在人际层次上对数据进行分

析。在分析之前, 需要确保在人际层次有足够大的

变异。假如人际层次的变异太小, 则即使自变量能

够显著预测因变量, 其效应解释量也非常小, 没有

分析的必要。该方法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管理学者采

用, 主要用于分析工作团队中的人际互动(e.g., de 

Jong et al., 2007; Lee & Duffy, 2019)。 

在本研究中, 为了分析自变量(e.g., A 的真诚)

对因变量(e.g., B 对 A 的人际排斥)的影响, 我们先

分解因变量的变异。在确认人际层次有足够大变异

量之后, 我们才继续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

在检验假设时(e.g., 假设 1a), 我们将控制变量、自

变量、调节变量(e.g., A 与 B 的共事时间)以及其交

互项, 也即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 依次添加到

预测因变量的模型中进行统计分析。该模型中的效

应估值表征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和

强度。这些估值的统计意义类似于回归分析中的回

归系数(Kenny et al., 2006)。本研究中使用 Kenny

和 Wong (2016)所开发的应用程序来进行社会关系

模型分析(e.g., Lam et al., 2021; Tang, Lam et al., 

202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同一团队中的两名成员

会形成两个不同的人际配对(dyads)。比如, 成员甲

对成员乙的人际排斥不同于成员乙对成员甲的人

际排斥。因此, 4 名成员所组成的团队可以形成 12

个不同的人际配对。为了提高统计分析的效力, 本

研究不仅分析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效应估值的

显著性, 还对预测模型本身进行检验, 以确认预测

变量的加入是否会显著提高预测模型的拟合度。对

于被调节中介效应的假设检验 , 本研究严格按照

Preacher 等人(2007)所建议的步骤进行分析, 并采

用蒙特卡洛法(Monte Carlo approach)对有条件的间

接效应进行检验。 

2.2  研究结果 

2.2.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Mplus 7.0 对个体层次的两个变量

(i.e., 员工真诚和独立意愿)以及人际层次的三个变

量(i.e., 同事怀疑、人际帮助以及人际排斥)进行多

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以检验变量测量的区分效

度。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表明五因子模型具有较

好的拟合度, χ2(183) = 491.4, CFI = 0.94, TLI = 0.93, 

RMSEA = 0.04, SRMRbetween = 0.09, SRMRwithin = 

0.02, 显 著 优 于 所 有 竞 争 模 型 , Δχ2 = 1634.1(2), 

2954.0(2), 3821.1(3), 67.3(1), 3853.1(4), p < 0.001。

该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量能够很好地将变量

进行区分。 

2.2.2  描述性统计 

在表 2 中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

系数以及变量测量的信度系数。从相关分析的结果

可以看出, B 对 A 的怀疑与 B 对 A 的人际帮助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 r = −0.12, p < 0.001, 与人际排斥之

间呈显著正相关, r = 0.38, p < 0.001, 初步证明同

事怀疑可能会降低人际帮助, 提高人际排斥。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5 期 汤一鹏 等: 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双刃剑效应：共事时间的调节作用 535 

 

表 1  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 1) 

模型 χ2(df) Δχ2(Δdf) CFI TLI RMSEA SRMRbetween SRMRwithin 

五因子模型 491.4 (183)  0.94 0.93 0.04 0.09 0.02 

因子合并模型        

  合并同事怀疑与人际排斥 2125.6 (185) 1634.1 (2)*** 0.65 0.59 0.10 0.09 0.18 

  合并人际排斥与人际帮助 3445.4 (185) 2954.0 (2)*** 0.41 0.31 0.13 0.09 0.29 

  合并人际层次的变量 4312.5 (186) 3821.1 (3)*** 0.26 0.13 0.15 0.09 0.33 

  合并个体层次的变量 558.7 (184) 67.3 (1)*** 0.93 0.92 0.05 0.10 0.02 

个体和人际层次二因子模型 4344.5 (187) 3853.1 (4)*** 0.25 0.13 0.15 0.10 0.33 

注: Δχ2 的计算方式为将竞争模型均与五因子模型进行比较。***p < 0.001 

 

2.2.3  变异分解 

采用社会关系模型, 我们首先对因变量进行了

变异分解, 包括 B 对 A 的怀疑、人际帮助以及人际

排斥。如表 3 所示, B 对 A 的怀疑的总体变异量中, 

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变异占 27.9%; B 对

A 的人际帮助的总体变异量当中, 两人之间的互动

关系所产生的变异占 31.4%; B 对 A 的人际排斥的

总体变异量当中, 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变

异占 24.1%。分析结果表明, B 对 A 的怀疑、B 对 A

的人际帮助和 B 对 A 的人际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两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2.2.4  假设 1a 的检验 

假设 1a 提出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与同事怀

疑之间的关系; 共事时间较短情况下两者之间关系

呈正向 ; 共事时间较长情况下两者之间关系呈负

向。为检验该假设, 本研究将控制变量、A 的真诚、

A 与 B 的共事时间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依次加入模型

预测 B 对 A 的怀疑。如表 4 所示, 员工真诚与共事

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 B 对 A 的怀疑(b = −0.08, 

SE = 0.02, p < 0.001), 表明 A 与 B 的共事时间能够

调节 A 的真诚与 B 对 A 的怀疑之间的关系。 

画出交互效应(如图 2), 并进行了简单斜率检

验(Aiken & West, 1991)。结果显示, 在 A 与 B 的共

事时间较短(−1 SD)的情况下, A 的真诚与 B 对 A 的

怀疑之间显著正相关(b = 0.08, SE = 0.03, p = 0.013)。

在 A 与 B 的共事时间较长(+1 SD)的情况下, A 的真

诚与 B 对 A 的怀疑之间显著负相关(b = −0.08, SE = 

0.04, p = 0.019)。为清楚对比不同情况所带来的改

变, 本研究对共事时间较短和较长两种条件下的简

单效应进行了差异检验, 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差异显

著(d = 0.16, t (950) = 3.39, p < 0.001)。综合这些分

析结果, 假设 1a 得到验证。 

在本研究中 , 我们进一步采用 Gardner 等人

(2017)所提出的方法分析共事时间的变化如何影响

员工真诚与同事怀疑之间的关系。该方法主要用于

分析随着调节变量由小到大逐渐改变, 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显著到不显著以及由不显著到

显著的过程。在此基础上, 刻画出自变量与因变量

关 系 的 显 著 区 域 (regions of significance) 。 按 照

Gardner 等人(2017)所建议的方法, 我们使用詹森

内曼技术(Johnson-Neyman technique)进行分析。该

技术的原理主要是逆向计算调节效应公式, 通过设

置特定显著性水平反向算出处于显著到不显著以

及不显著到显著边界的调节变量值。该技术目前有

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其一, 使用 SPSS 或 Mplus 等

软件来进行计算; 其二, 应用 Preacher 等人(2006)

所开发的网上程序实现 (i.e., http://www.quantpsy. 

org/interact/interactions.htm; Miller et al., 2013)。本

研究采用网上应用程序进行计算, 并设定显著性水

平为 p < 0.05。分析结果发现, 当 A 与 B 的共事时

间从 0 开始到 0.89 年的时候, A 的真诚与 B 对 A 的

怀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从 0.89 年到 5.21

年,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显著。从 5.21 年往后, A

的真诚与 B 对 A 的怀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2.2.5  假设 2a 和假设 3a 的检验 

假设 2a 提出同事怀疑与人际帮助之间呈负向

关系。为了检验该假设, 我们将控制变量, A 的真

诚、A 与 B 的共事时间、员工真诚与共事时间交互

项以及 B 对 A 的怀疑加入社会关系模型预测 B 对

A 的人际帮助。如表 5 所示(见模型 2), B 对 A 的怀

疑与 B 对 A 的人际帮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b = −0.14, SE = 0.04, p < 0.001)。假设 2a 得到支持。 

假设 3a 提出同事怀疑与人际排斥之间呈正向

关系。同样, 我们将控制变量、A 的真诚、A 与 B

的共事时间、员工真诚与共事时间交互项以及 B 对

A 的怀疑加入社会关系模型预测 B 对 A 的人际排

斥。结果显示(见表 5 中的模型 4), B 对 A 的怀疑与

B 对 A 的人际排斥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b =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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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异分解结果(研究 1) 

B 对 A 的怀疑 B 对 A 的人际帮助 B 对 A 的人际排斥 
变异来源 

估值 百分比 SE 估值 百分比 SE 估值 百分比 SE 

团队 0.03 3.3% 0.05 0.23 9.3% 0.12 0.04 4.9% 0.04 

A 的影响 0.05 4.4% 0.01 1.39 56.1% 0.16 0.02 2.0% 0.01 

B 的影响 0.66 64.5% 0.08 0.08 3.2% 0.03 0.55 69.3% 0.06 

A 与 B 的关系 0.29 28.0% 0.02 0.77 31.4% 0.05 0.19 24.1% 0.01 

差异量 2, 306.20 3, 254.19 1, 887.65 

注: N = 63 个团队中 299 名员工之间的 1027 个配对。 

 
表 4  社会关系模型预测 B 对 A 的怀疑果(研究 1) 

B 对 A 的怀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步骤与变量 

b SE b SE b SE 

控制变量       

  A 的年龄(个体层次) 0.10* 0.04 0.10** 0.04 0.09* 0.04 

  A 的性别(个体层次) 0.02 0.03 0.02 0.03 0.03 0.03 

  A 的学历(个体层次) 0.03 0.03 0.02 0.03 0.02 0.03 

  A 的工作年限(个体层次) −0.03 0.04 −0.03 0.04 −0.02 0.04 

  B 的年龄(个体层次) 0.15 0.08 0.15 0.08 0.15 0.08 

  B 的性别(个体层次) 0.01 0.06 0.01 0.06 0.00 0.06 

  B 的学历(个体层次) −0.03 0.06 −0.03 0.06 −0.03 0.06 

  B 的工作年限(个体层次) −0.05 0.08 −0.04 0.08 −0.04 0.08 

  团队规模(团队层次) −0.02 0.06 −0.02 0.06 −0.02 0.06 

  B 的独立意愿(个体层次) −0.16** 0.06 −0.16** 0.06 −0.16** 0.06 

∆χ2(10) 22.96*     

自变量       

  A 的真诚(个体层次)   0.01 0.02 0.00 0.02 

  A 与 B 的共事时间(人际层次)   −0.03 0.03 −0.04 0.03 

∆χ2(2)   1.03   

交互项       

  员工真诚×共事时间(跨层交互)     −0.08*** 0.02 

∆χ2(1)    11.75** 

注: N = 63 个团队中 299 名员工之间的 1027 个配对; *p < 0.05, **p < 0.01, ***p < 0.001; b = 非标准化的系数, SE = 标准误。 

 

 
 

图 2  A 与 B 的共事时间在 A 的真诚与 B 对 A 的怀疑之

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 1) 

SE = 0.02, p < 0.001)。假设 3a 得到支持。 

2.2.6  假设 4a 和假设 5a 的检验 

假设 4a 提出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通过同事

怀疑对人际帮助影响的间接效应。共事时间较短情

况下效应为负向 ; 共事时间较长情况下效应为正

向。结合前面的分析发现员工真诚与共事时间的交

互效应显著影响 B 对 A 的怀疑, 并且 B 对 A 的怀

疑与 B 对 A 的人际帮助之间呈显著负向关系, 该分

析结果满足检验有条件间接效应的要求(Preacher 

et al., 2007)。因此 , 我们进一步分析有条件间接

效 应的具体特征 , 采用蒙特克罗法(Monte Ca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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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社会关系模型预测 B 对 A 的人际帮助和人际排斥果(研究 1) 

B 对 A 的人际帮助 B 对 A 的人际排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步骤与变量 

b SE b SE b SE b SE 

控制变量         

  A 的年龄(个体层次) −0.01 0.12 0.02 0.12 0.00 0.03 −0.02 0.03 

  A 的性别(个体层次) −0.29*** 0.08 −0.28*** 0.08 −0.03 0.02 −0.04 0.02 

  A 的学历(个体层次) 0.12 0.08 0.11 0.08 0.04 0.02 0.03 0.02 

  A 的工作年限(个体层次) −0.05 0.12 −0.06 0.12 0.04 0.03 0.05 0.03 

  B 的年龄(个体层次) −0.06 0.07 −0.05 0.07 0.28*** 0.07 0.24*** 0.07 

  B 的性别(个体层次) 0.01 0.05 0.00 0.05 −0.07 0.05 −0.07 0.05 

  B 的学历(个体层次) 0.07 0.05 0.07 0.05 −0.10* 0.05 −0.10* 0.05 

  B 的工作年限(个体层次) 0.09 0.06 0.08 0.06 −0.14 0.07 −0.14* 0.07 

  团队规模(团队层次) −0.03 0.09 −0.03 0.09 0.02 0.05 0.02 0.05 

  B 的独立意愿(个体层次) −0.01 0.04 −0.03 0.04 −0.07 0.05 −0.03 0.05 

自变量         

  A 的真诚(个体层次) 0.27*** 0.08 0.27*** 0.08 −0.00 0.02 −0.00 0.02 

  A 与 B 的共事时间(人际层次) 0.00 0.05 −0.00 0.05 −0.09*** 0.02 −0.08*** 0.02 

  员工真诚×共事时间(跨层交互) −0.01 0.04 −0.03 0.04 −0.04* 0.02 −0.03 0.02 

∆χ2(13) 31.81**   57.25***   

中介变量         

  B 对 A 的怀疑(人际层次)   −0.14*** 0.04   0.23*** 0.02 

∆χ2(1)   14.16***   97.05*** 

注: N = 63 个团队中 299 名员工之间的 1027 个配对; *p < 0.05, **p < 0.01, ***p < 0.001; b = 非标准化的系数, SE = 标准误。 

 
表 6  间接效应检验结果果(研究 1) 

A 的真诚 → B 对 A 的怀疑 → B 对 A 的人际帮助 A 的真诚 → B 对 A 的怀疑 → B 对 A 的人际排斥

CI (95%) CI (95%) 有条件的间接效应 
效应量 

下限 上限 
效应量 

下限 上限 

共事时间较长(+1 SD) 0.01 0.00 0.03 −0.02 −0.04 −0.00 

共事时间较短(−1 SD) −0.01 −0.02 −0.00 0.02 0.00 0.04 

间接效应的组间差异 −0.02 −0.04 −0.01 0.04 0.02 0.06 

注: CI = 置信区间; 采用蒙特卡洛法计算间接效应, 重复取样 20000 次。 

 

approach)检验在共事时间较短和较长情况下 A 的

真诚通过 B 对 A 的怀疑影响 B 对 A 的人际帮助的

间接效应(Preacher & Selig, 2012)。从表 6 中的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 共事时间较短(−1 SD)情况下, 员工

真诚通过同事怀疑影响人际帮助的间接效应为显

著负向(效应量 = −0.01, 95% CI [−0.02, −0.00]); 

共事时间较长(+1 SD)情况下, 员工真诚通过同事

怀疑影响人际帮助的间接效应为显著正向 (效应

量 = 0.01, 95% CI [0.00, 0.03])。比较两种情况下间

接效应差异, 发现组间差异显著(效应量 = −0.02, 

95% CI [−0.04, −0.01])。 

假设 5a 提出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通过同事

怀疑对人际排斥影响的间接效应。共事时间较短情

况下效应为正向 ; 共事时间较长情况下效应为负

向。同样采用蒙特克罗法检验在共事时间较短和较

长的情况下 A 的真诚通过 B 对 A 的怀疑影响 B 对

A 的人际排斥的间接效应。结果显示(见表 6), 共事

时间较短(−1 SD)情况下, 员工真诚通过同事怀疑

对人际排斥影响的间接效应为显著正向(效应量 = 

0.02, 95% CI [0.00, 0.04]); 共事时间较长(+1 SD)情

况下, 员工真诚通过同事怀疑对人际排斥影响的间

接效应为显著负向(效应量 = −0.02, 95% CI [−0.04, 

−0.00])。比较这两种情况下间接效应的差异显著

(效应量 = 0.04, 95% CI [0.02, 0.06])。综合以上分

析结果, 假设 4a 和假设 5a 得到验证。 

研究 1 的结果为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对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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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初步证据, 并验证了同事

怀疑作为关键的解释机制。尽管具有良好的内部效

度, 但研究 1 只检验了部分理论模型; 更重要的是, 

问卷调研难以有效验证模型中的因果推论。因此, 

在研究 2 中, 我们采用实验法对整体模型进行检验。 

3  研究 2: 整体模型的实验研究 

3.1  研究方法 

3.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收集由华中地区某高校工商管理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MBA)协助进行。研究者采用滚

雪球取样法(snowball sampling), 让 MBA 学生自己

参加本研究并邀请工作的朋友和同事参与。为提高

回应率, 每位参与者完成实验后将获得 10 元报酬。

发放实验调研问卷 320 份, 获得有效问卷 281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7.8%)。最终样本中, 女性占比 58.0%, 

平均年龄为 33.86 岁(SD = 4.54), 硕士及以上学历

的参与者占 40.6%, 在当前职位平均工作年限为

6.01 年(SD = 4.21)。 

3.1.2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设计采用关键事件技术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 Flanagan, 1954)。实验开始后, 要求参与

者回想某个特定员工, 随后根据自己作为同事与之

互动的经历完成一份关于该员工的问卷。该技术在

管理学研究中广泛使用(e.g., Casciaro et al., 2014; 

Ouyang et al., 2018)。本研究操纵员工真诚和共事时

间两个因素, 采用 2×2 的被试间设计, 形成 4 种实

验情境。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这 4 种情境中, 情境

的内容结合已有研究的发现和测量量表进行编制。 

员工真诚。在实验组(即高员工真诚组), 要求

参与者回想的员工具有以下特征：“他/她会坚持按

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情, 即使有时会让其他人感到失

望, 他/她这样需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他/她知

道自己有缺点和不足, 但是接受自己是个有缺点的

人。他/她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观点, 并不隐藏。”

在控制组(即低员工真诚组), 要求参与者回想的员

工具有以下特征：“他/她会根据情境调整自己做事

的方式。假如坚持原则可能让人感到难堪或者失望, 

他/她会做出妥协。他/她会尽量避免显出自己的缺

点和不足。他/她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会考虑比较多, 

很少表达过于明确而坚决的观点。” 

共事时间。根据研究 1 的发现, 我们在实验组

(即共事时间较长的情境)给参与者的要求是：“这个

人与你共事时间较长, 比如, 超过五年。”在控制组

(即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境)给参与者的要求是：“这个

人与你共事时间较短, 比如, 不到一年。” 

为确保参与者确实会回想这个特定员工并据

此来填答后面的问题, 研究会要求他们花一些时间

来想象这位员工并写下他/她的名字。没有写下名字

或乱写无意义的字符, 则视为实验操纵无效, 问卷

将被剔除。 

3.1.3  问卷测量 

同事怀疑(α = 0.93)和人际排斥(α = 0.88)的测

量与研究 1 相同。不同于研究 1 当中采用他评汇报

人际帮助, 本研究中采用自评的方式重新表述语句

进行测量(α = 0.89)。比如, “他(她)花时间帮我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表述为“我花时间帮他(她)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同事信任。研究采用 McAllister 等人(2006)所

开发的 5 个题项用来测量参与者对于这个员工的信

任。该量表主要是测量参与者基于对该员工了解而

产生的信任。问卷要求参与者根据自己与该员工互

动的经历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题项中的描述, 1

为“非常不同意”, 7 为“非常同意”。题项包括“他/她

的行为符合我的预期”和“根据我和他/她接触的经

验, 他/她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等。该测量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6。 

控制变量。与研究 1 相同, 本研究控制了参与

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保持独立的意愿(α = 0.88)。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统计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操纵检验。为检验员工真诚的操纵, 我们将研

究 1 中员工真诚的 16 题自评量表改编为他评量表, 

并要求参与者对这个员工进行评价。比如, “对于我

所做的事情, 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表述为

“对于他/她所做的事情, 他/她清楚知道为什么这么

做”。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并且我们

让参与者汇报与该员工共事的具体时间长度, 以检

验共事时间的操纵。 

3.2  研究结果 

3.2.1  操纵检验 

首先对本研究的实验操纵有效性进行检验。对

比员工真诚操纵的两组, 发现实验组(M = 5.46, SD = 

0.73)员工真诚的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M = 4.93, 

SD = 0.98, t (279) = 5.10, p < 0.001, Cohen’s d = 

0.61)。对比共事时间操纵的两组, 发现实验组(M = 

5.82, SD = 3.53)所汇报的共事时间显著高于控制组

(M = 0.78, SD = 0.54, t (279) = 16.82, p < 0.001, 

Cohen’s d = 2.01)。该结果表明, 实验成功操纵了员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540 心    理    学    报 第 54 卷 

 

工真诚和共事时间这两个因素。 

3.2.2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测量的区分效度。分

析结果(见表 7)显示, 六因子模型(i.e., 独立意愿、

员工真诚、同事怀疑、同事信任、人际排斥以及人

际帮助)有较好拟合度, χ2(194) = 493.0, CFI = 0.93, 

TLI = 0.91, RMSEA = 0.07, SRMR = 0.08, 显著优

于所有竞争模型, Δχ2 = 309.4(5), 713.9(5), 662.9(5), 

289.4(5), 458.6(5), p < 0.001。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

量能够将变量进行有效区分。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 同事怀疑与人际排斥之间呈显著正

相关, r = 0.59, p < 0.001; 与人际帮助之间呈负相

关, r = −0.20, p < 0.001。同事信任与人际排斥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 r = −0.22, p < 0.001; 与人际帮助之

间呈显著正相关, r = 0.59, p < 0.001。初步证明同事

怀疑可能提高人际排斥降低人际帮助, 同事信任降

低人际排斥提高人际帮助。 

3.2.3  假设 1 的检验 

假设 1 提出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与同事怀疑

(1a)和同事信任(1b)之间关系。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

检验该假设。我们将控制变量、员工真诚、共事时

间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项依次加入回归模型预测

同事怀疑。结果如表 9 (见模型 2), 员工真诚与共事

时间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同事怀疑(b = −0.47, SE = 

0.09, p < 0.001)。调节效应(见图 3)显示, 共事时间

较短情况下, 员工真诚实验组(M = 3.98, SD = 1.73)

的同事怀疑要显著高于控制组(M = 3.12, SD = 1.64, 

t (140) = 3.04, p = 0.003, Cohen’s d = 0.51)。共事时

间较长情况下, 员工真诚实验组(M = 2.71, SD = 

1.34)的同事怀疑要显著低于控制组(M = 3.68, SD = 

1.53, t (137) = 3.99, p < 0.001, Cohen’s d = 0.68)。换

而言之, 共事时间较短情况下, 员工真诚与同事怀

疑之间呈正向关系; 共事时间较长情况下, 两者呈

负向关系。假设 1a 得到支持。 

为检验假设 1b, 我们将控制变量、员工真诚、

共事时间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项依次加入回归模

型预测同事信任。如表 9 (见模型 4)所示, 员工真诚

与共事时间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同事信任(b = 0.24, 

SE = 0.07, p < 0.001)。检验该调节效应(见图 3)发现,  

 
表 7  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 2) 

模型 χ2(df) Δχ2(Δdf) CFI TLI RMSEA SRMR 

六因子模型 493.0 (194)  0.93 0.91 0.07 0.08 

因子合并模型       

  合并独立意愿与员工真诚 802.3 (199) 309.4 (5)*** 0.85 0.83 0.10 0.12 

  合并同事怀疑与同事信任 1206.8 (199) 713.9 (5)*** 0.75 0.71 0.14 0.12 

  合并人际排斥与人际帮助 1155.9 (199) 662.9 (5)*** 0.76 0.73 0.13 0.14 

  合并同事怀疑与人际排斥 782.4 (199) 289.4 (5)*** 0.86 0.83 0.10 0.09 

  合并同事信任与人际帮助 951.6 (199) 458.6 (5)*** 0.81 0.78 0.12 0.09 

注: Δχ2 的计算方式为将竞争模型均与六因子模型进行比较。***p < 0.001 

 
表 8  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 2)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年龄 33.86 4.54            

2 性别 42.0% 0.49 −0.01           

3 学历 40.6% 0.49 −0.00 −0.04          

4 工作年限 6.01 4.21 0.56*** 0.06 −0.04         

5 独立意愿 5.94 1.07 0.07 −0.05 −0.14* 0.05        

6 员工真诚 48.0% 0.50 −0.02 −0.02 −0.03 0.01 0.16**       

7 共事时间 49.5% 0.50 0.07 0.04 0.02 0.14* 0.08 −0.03      

8 同事怀疑 3.39 1.64 0.04 0.12 0.06 0.11 −0.06 −0.01 −0.10 (0.93)    

9 同事信任 5.13 1.15 −0.09 0.12 −0.11 −0.08 0.08 −0.01 0.02 −0.29*** (0.86)   

10 人际排斥 2.81 1.55 0.06 0.15* 0.03 0.10 −0.02 0.04 −0.14* 0.59*** −0.22*** (0.88)  

11 人际帮助 4.70 1.35 −0.05 0.06 −0.04 0.02 0.11 −0.04 −0.02 −0.20*** 0.59*** −0.01 (0.89)

注: N = 281; *p < 0.05, **p < 0.01, ***p < 0.001; 括号内数据为 Cronbach’s α 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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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回归模型预测同事怀疑和同事信任(研究 2) 

同事怀疑 同事信任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步骤与变量 

b SE b SE b SE b SE 

控制变量         

  年龄 −0.01 0.03 −0.01 0.03 −0.01 0.02 −0.01 0.02 

  性别 0.37 0.20 0.41* 0.19 0.25 0.14 0.23 0.14 

  学历 0.23 0.20 0.26 0.19 −0.23 0.14 −0.25 0.14 

  工作年限 0.06 0.03 0.06* 0.03 −0.02 0.02 −0.02 0.02 

  独立意愿 −0.07 0.09 −0.06 0.09 0.09 0.07 0.08 0.07 

自变量         

  员工真诚 −0.01 0.10 −0.01 0.09 −0.03 0.07 −0.03 0.07 

  共事时间 −0.19 0.10 −0.21* 0.09 0.02 0.07 0.03 0.07 

交互项         

  员工真诚×共事时间   −0.47*** 0.09   0.24*** 0.07 

R2 0.05 0.13 0.04 0.08 

∆R2  0.08***  0.04*** 

注: N = 281; *p < 0.05, **p < 0.01, ***p < 0.001; b = 非标准化的系数, SE = 标准误。 

 

 
 

图 3  共事时间在员工真诚与同事怀疑和同事信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 2) 

 
共事时间较短情况下, 员工真诚实验组(M = 4.85, 

SD = 1.25)的同事信任要显著低于控制组(M = 5.36, 

SD = 1.05, t (140) = 2.61, p = 0.010, Cohen’s d = 

0.44)。共事时间较长情况下, 员工真诚实验组(M = 

5.39, SD = 0.92)的同事信任要显著高于控制组(M = 

4.93, SD = 1.25, t (137) = 2.43, p = 0.016, Cohen’s 

d = 0.42)。表明共事时间较短情况下, 员工真诚与

同事信任之间呈负向关系; 共事时间较长情况下, 

两者呈正向关系。假设 1b 得到支持。 

3.2.4  假设 2 和假设 3 的检验 

假设 2 提出同事怀疑(2a)与人际帮助之间呈负

向关系 ; 同事信任 (2b)与人际帮助之间呈正向关

系。为检验假设 2, 我们将控制变量、员工真诚、

共事时间、员工真诚与共事时间的交互项、同事怀

疑以及同事信任依次加入回归模型预测人际帮助。

结果如表 10 (见模型 2), 同事怀疑与人际帮助之间

关系不显著(b = −0.03, SE = 0.05, n.s.); 同事信任与

人际帮助之间呈正向关系(b = 0.67, SE = 0.06, p < 

0.001)。因此, 假设 2a 没有得到支持, 假设 2b 得到

支持。 

假设 3 提出同事怀疑(3a)与人际排斥之间呈正

向关系 ; 同事信任 (3b)与人际排斥之间呈负向关

系。为检验假设 3, 我们同样将控制变量、员工真

诚、共事时间、员工真诚与共事时间的交互项、同

事怀疑以及同事信任依次加入回归模型预测人际

排斥。结果显示(见表 10 模型 4), 同事怀疑与人际

排斥之间呈正向关系(b = 0.51, SE = 0.05, p < 0.001); 

同事信任与人际排斥之间关系不显著(b = −0.08, 

SE = 0.07, n.s.)。因此, 假设 3a 得到支持, 假设 3b

没有得到支持。 

3.2.5  假设 4 和假设 5 的检验 

假设 4 提出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通过同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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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4a)和同事信任(4b)对人际帮助的间接效应。由于

同事怀疑与人际帮助之间关系不显著, 假设 4a 得

不到支持。因此, 不检验该假设。我们沿用研究 1

中的分析方法检验假设 4b。蒙特克罗法检验在共事

时间较短和较长两种情况下员工真诚通过同事信

任对人际帮助影响的间接效应。结果如表 11 所示。

共事时间较短情况下, 员工真诚通过同事信任对人

际帮助影响的间接效应为显著负向(效应量 = −0.18, 

95% CI [−0.32, −0.05]); 共事时间较长情况下, 员

工真诚通过同事信任对人际帮助影响的间接效应

为显著正向(效应量 = 0.15, 95% CI [0.02, 0.28])。

比较两种情况下的间接效应差异, 显示组间差异显

著(效应量 = 0.33, 95% CI [0.20, 0.48])。因此, 假设

4b 得到验证。 

假设 5 提出共事时间调节员工真诚通过同事怀

疑(5a)和同事信任(5b)对人际排斥的间接效应。由于

同事信任与人际排斥之间关系不显著, 假设 5b 得 
 

不到支持。因此, 不检验该假设。同样采用蒙特克

罗法检验在共事时间较短和较长两种情况下员工

真诚通过同事怀疑影响人际排斥的间接效应。从分

析结果(见表 11)可以看出, 共事时间较短情况下, 

员工真诚通过同事怀疑对人际帮助的间接效应为

显著正向(效应量 = 0.24, 95% CI [0.09, 0.39]); 共

事时间较长情况下, 员工真诚通过同事怀疑对人际

排斥的间接效应为显著负向(效应量 = −0.26, 95% 

CI [−0.40, −0.13])。比较两种情况下的间接效应差

异 , 结果显示差异显著(效应量  = −0.49, 95% CI 

[−0.67, −0.33])。因此, 假设 5a 得到验证。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双刃剑

效应, 并提出共事时间作为主要的调节变量。基于

社会渗透理论并整合归因的文献, 我们认为员工真

诚可能通过影响同事信任和怀疑对两人之间的关 

表 10  回归模型预测人际帮助和人际排斥(研究 2) 

人际帮助 人际排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步骤与变量 

b SE b SE b SE b SE 

控制变量         

  年龄 −0.03 0.02 −0.02 0.02 0.00 0.02 0.01 0.02 

  性别 0.14 0.16 −0.00 0.14 0.51** 0.18 0.32* 0.16 

  学历 −0.08 0.17 0.09 0.14 0.14 0.18 −0.01 0.16 

  工作年限 0.02 0.02 0.04 0.02 0.04 0.03 0.01 0.02 

  独立意愿 0.15 0.08 0.09 0.06 −0.02 0.09 0.02 0.07 

自变量         

  员工真诚 −0.08 0.08 −0.06 0.07 0.07 0.091 0.07 0.08 

  共事时间 −0.04 0.08 −0.07 0.07 −0.26** 0.09 −0.16* 0.08 

  员工真诚×共事时间 0.22* 0.08 0.05 0.07 −0.31*** 0.09 −0.05 0.08 

中介变量         

  同事怀疑   −0.03 0.05   0.51*** 0.05 

  同事信任   0.67*** 0.06   −0.08 0.07 

R2 0.05 0.36 0.10 0.37 

∆R2  0.31***  0.27*** 

注: N = 281; *p < 0.05, **p < 0.01, ***p < 0.001; b = 非标准化的系数, SE = 标准误。 
 

表 11  间接效应检验结果(研究 2) 

员工真诚 → 同事信任 → 人际帮助 员工真诚 → 同事怀疑 → 人际排斥 

CI (95%) CI (95%) 有条件的间接效应 
效应量 

下限 上限 
效应量 

下限 上限 

共事时间较长 0.15 0.02 0.283 −0.26 −0.40 −0.13 

共事时间较短 −0.18 −0.32 −0.05 0.24 0.09 0.39 

间接效应的组间差异 0.33 0.20 0.48 −0.49 −0.67 −0.33 

注: CI = 置信区间; 采用蒙特卡洛法计算间接效应, 重复取样 20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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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产生正面或负面作用, 表现为影响同事对该员工

的人际帮助和人际排斥。本研究采用问卷和实验法

调研对模型进行检验, 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设。在共

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会增加同事对该员

工行为动机的怀疑并削弱同事信任, 进而减少同事

对该员工的人际帮助并增多其人际排斥。在共事时

间较长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则可以削弱同事对该员

工的怀疑并增加信任, 进而增多同事的人际帮助并

减少人际排斥。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于职

场情境中真诚影响人际关系的现有理解, 对企业的

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1  理论启示 

首先, 本研究拓宽了职场情境中关于真诚研究

的视野。由于真诚是内在真实自我的外在表现, 大

多研究是基于自我的视角分析真诚对个体所带来

的益处(e.g., Kernis & Goldman, 2006; Pugh et al., 

2011)。组织管理研究最近开始探讨真诚在职场中所

产生的社会影响(Cha et al., 2019)。相关研究目前主

要在上下级情境中探讨真诚型领导如何激发下属

的积极行为。本研究将这个问题的情境进行延展, 

探讨真诚对同事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上下

级情境中的理论逻辑未必适合解释员工真诚在同

事互动中的作用。比如, 研究发现真诚型领导有助

于激发下属的认同感(Gill & Caza, 2018), 因为展

现真实内在自我能够让下属接纳该领导。该作用机

制有一个重要前提：由于地位差异和对领导的美化

(Bligh et al., 2011), 下属倾向于包容和接纳领导所

展示的真实内在自我。而这个认同过程未必会发生

在同事关系中。员工真诚对同事来说不一定会激发

认同和接纳, 相反同事可能不接受员工所展现的真

实内在自我, 甚至有可能误解该员工以至于对同事

关系产生负面作用。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个推论, 

发现员工真诚在特定条件下确实可能引发同事怀

疑, 降低同事对该员工的信任并增加人际排斥。本

研究将关于职场中真诚的研究情境拓宽到同事关

系中, 探讨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作

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现有理论。 

其次, 本研究引入了分析同事关系的新视角。

同事关系研究的主流理论视角是社会交换和相似

吸引(similarity-attraction), 认为激发积极社会交换

和 展 现 相 似 之 处 能 够 促 进 良 好 的 同 事 互 动 (e.g., 

Flynn, 2003; Tsui et al., 1992)。本研究引入新的理论

视角：社会渗透理论(Altman & Taylor, 1973; Taylor 

& Altman, 1987)。社会渗透理论在沟通领域应用比

较广泛, 主要用于分析人们在交往中如何通过自我

表露逐渐加深彼此关系 (Altman & Taylor, 1973; 

Greene et al., 2006)。近年来研究采用该理论分析社

交网络(social media)中的自我表露以及他人做出的

反应(Kay et al., 2020; Maheshwari & Mukherjee, 

2020)。根据社会渗透理论, 人际互动中的自我表露

需遵循阶段性原则, 符合关系阶段自我层面的展现

有助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超出关系阶段的自我

展现则对双方关系有损(Altman & Taylor, 1973)。本

研究运用该理论分析同事互动, 提出员工在与同事

互动中展现自我的行动举止同样需遵循阶段性原

则。我们整合社会渗透理论和归因的文献提出员工

在共事的初始阶段展现内在真实自我(i.e., 员工真

诚)超出该阶段关系的性质 , 违背互动的规范 , 削

弱这个阶段信任建立的根基, 让同事产生怀疑, 以

至于形成隔阂阻碍彼此亲近。而在对彼此有相当了

解之后, 员工真诚展现内在真实自我才能促进良好

的同事互动, 增加彼此之间的亲近, 因为这个阶段的

关系更适合展现内在真实自我。通过引入社会渗透

理论, 本研究加深了现有文献对同事互动的理解。 

最后, 本研究详细阐释了真诚在人际互动中产

生影响的过程和作用机制。以往研究发现在亲近关

系 中 的 真 诚 能 促 进 相 互 信 任 加 强 彼 此 关 系 (e.g., 

Swann et al., 1994; Wickham, 2013)。这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学者对于真诚如何作用于职场人际关系

的理解。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普遍认为真诚有助于建

立信任, 促进积极的职场关系(e.g., Avolio & Gardner, 

2005; Ilies et al., 2005; Tang, Xu et al., 2021)。然而

其他相关领域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完全支持这个

观点。有研究表明, 随情境改变自我展现的员工更

可能被同事所喜爱比较受欢迎(Mehra et al., 2001; 

Oh & Kilduff, 2008)。换而言之, 员工展现内在真实

自我未必总是能够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同事关系。我

们认为将亲近关系中的研究结论直接应用于同事

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忽视了员工与同事在互动中

加深认识和了解的过程, 因为亲近关系本身就表明

两人已经相当熟悉和了解(Taylor & Altman, 1987); 

然而同事之间却需要长时间增加对彼此的认识。因

此, 本研究通过引入共事时间作为关键的调节变量

来揭示这个熟悉程度的差异。结果确实发现, 在共

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所产生

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比如降低同事信任增加怀疑, 

减少人际帮助增多人际排斥; 随着共事时间逐渐增

长, 其积极影响才逐渐发挥出来并占据主导：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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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有助于打消同事怀疑增加信任, 减少人际排斥

增多人际帮助。这个发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将亲近

关系中的逻辑应用于同事关系的边界条件, 调和关

于真诚在职场人际互动中影响研究的不一致结论, 

并澄清了员工真诚在同事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企业管理和员工互动规范有重要的

实践启示。研究结果发现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影

响是随着共事时间的增长由消极转为积极的。在共

事初期, 员工真诚不但不会拉近同事关系反而降低

信任让同事产生怀疑进而导致消极互动, 包括减少

人际帮助增多人际排斥。然而, 随着员工在企业间

流动性的增加, 员工需要经常与不熟悉的同事共事

(Lindholm, 2009)。员工倾向于遵从内在真实自我行

事(Cha et al., 2019)。本研究却发现员工与尚不熟悉

的同事之间进行互动选择真诚可能会引发同事怀

疑遭到排斥。因此, 我们建议员工在与同事的互动

中应遵循社会渗透的基本过程渐进地展现内在自

我以建立良好的同事关系。这在关系建立的初期尤

为重要。同时, 本研究还发现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

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是增加或降低同事对该员工

的信任以及对其行为动机的怀疑。同事与该员工之

间共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 由于对彼此缺乏足够的

了解, 员工真诚有可能降低同事信任引发更多的怀

疑。随着两人共事时间增长 , 彼此了解更加深入 , 

员工真诚这时则有助于打消同事怀疑建立信任。这

个影响机制的关键在于彼此是否有足够的了解。在

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 信任难以建立, 怀疑更可

能产生(Marchand & Vonk, 2005)。因而我们建议企

业可以提供环境给员工更多交流的机会, 帮助员工

之间增进了解。 

4.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 未来可以在这些方面进

行加强。首先, 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影响是在共

事互动的过程中发生的。研究若采用纵向追踪设计

(longitudinal design)能更准确地刻画这个过程。本

研究将共事时间作为调节变量来进行分析。虽然能

够用于探讨本研究中所提出共事时间的调节作用, 

但是该数据难以精确反映员工真诚随同事互动逐

渐增多对两人关系产生影响的动态过程。比如, 持

续地展现内在真实自我可能累积到了某个阈限之

后会产生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行纵向追踪设

计, 对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更精确地分析员工真诚对

同事关系影响的变化。其次, 本研究是在中国情境

中进行。中国文化更加强调社会关系(Gelfand et al., 

2011)。在其他文化情境中的样本未必能够得到对同

事关系的相同效应。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不同文化

情境中对研究结论进行延展, 也可以尝试探讨不同

类型企业中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影响。最后, 本

研究主要整合社会渗透理论和归因的文献进行分

析, 提出同事怀疑和信任作为解释员工真诚对同事

关系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能还存在

其他的解释机制。比如, 员工真诚意味着该员工可

能不会随社会情境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表达(Wood et 

al., 2008)。这可能让同事感觉该员工在人际交往中

较少考虑到他人的感受, 或不愿意为此做出改变。

这种坚持在人际交往中可能表现为较少顾及他人

的面子(Ting-Toomey, 2005), 这也会使同事与该员

工保持距离。 

4.4  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也为未来提供了一些可以进深的方向。

其一, 本研究主要将真诚视作性格特征关注员工真

诚对同事关系产生的影响。实际上, 有研究将真诚

视作状态而非性格特征(e.g., Sheldon et al., 1997; 

Lenton et al., 2013)。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探讨同事关

系如何影响员工在互动中的真诚状态, 也可以采用

固定样本连续调查设计(panel research design)刻画

真诚与同事关系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作用。其二, 

真诚主要表现为按照内在真实自我行事。因此, 员

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

该员工的真实自我。假如该员工是暗黑人格(dark 

triad; Furnham et al., 2013)特别高的人, 则员工展

现真实自我可能会对同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未来

研究可以就这个方面进行更多探讨。其三, 本研究

提出共事时间作为影响员工真诚在同事关系中作

用的调节变量。虽然本研究的论述有很强的理论根

基和实证支持, 但也可能是员工与同事之间的互动

方式在共事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比如, 两人之间的地

位可能会在共事过程中逐渐发生改变, 也有可能隔

阂加深。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5  结论 

目前普遍认为员工真诚有助于建立信任打消

同事怀疑促进积极同事关系。然而本研究发现, 在

共事早期, 比如共事不到 1 年, 员工真诚反而可能

引发同事怀疑降低信任, 减少同事对该员工的人际

帮助, 增多人际排斥。随着共事时间增长, 员工真

诚的积极影响才会显现。经过了较长时间共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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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共事 5 年以上, 员工真诚才有助于建立同事信

任消除怀疑, 增多人际帮助, 减少人际排斥。也即

是, 需要共事足够长时间, 员工真诚对同事关系的

积极影响才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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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n upsurge of both public and academic interest in authenticity at work. The key assumption 

in the burgeoning literature is that authenticity helps engender trust and decrease suspicion, thus drawing people 
closer to each other. In this study, however, we argued that employee authenticity can exert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coworker relationships. Using interpersonal help and interpersonal exclusion to represent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worker interactions, respectively, we postulated that employee authenticity induces both 
coworkers’ helping and exclusionary behaviors toward the focal employees. Building on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and the literature of attributional ambiguity, we proposed suspicion of ulterior motives and knowledge- 
based trust to be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explaining coworkers’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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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ity. Further, we suggested that coworkers’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employee authenticity depend 

largely on the coworker relationship duration. Specifically, when relationships are new, employee authenticity 
may cause coworkers to mistrust the focal employees and be suspicious of their ulterior motives, thus decreasing 

coworkers’ helping behavior and increasing exclusionary behavior. Conversely, when coworkers have worked 

together for a long time, employee authenticity may increase coworkers’ trust in the focal employees and 
decrease suspicion, thus facilitating helping behavior and reducing exclusionary behavior. 

We conducted two independent studies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zed effects. First, a two-wave round-robin 

survey study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spicion of ulterior motiv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authenticity and coworkers’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the round-robin design, the team 

members rated each of their teammates, thus capturing the dyad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ocal employees and 

coworkers. We collected data from 299 members of 63 work teams in a large company. The final sample 

consisted of 1027 dyads. To alleviate the effects of common method bias, we used multiple data sources to 

measure our variables. Employee authenticity and suspicion of ulterior motives were assessed using self-reports 

at Time 1. Interpersonal helping behavior was measured using other-rating and exclusionary behavior with 

self-reports at Time 2. Coworker relationship duration was measured at both times. In Study 2, an experi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full model. Employee authenticity and the coworker relationship duration were 

manipulated. Specifically, the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focal employees whose 

authenticity was high or low and whose relationship duration with the participants was long or short. The 

participants served as coworkers and were asked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focal employees. The measures 

used were adapted from Study 1. 

In support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worker relationship duration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employee authenticity on coworkers’ suspicion of ulterior motives and knowledge-based trust. 

Employee authenticity was related positively to suspicion and negatively to trust when the relationship duration 

was short, and related negatively to suspicion and positively to trust when the relationship duration was long. 

Further, suspicion of ulterior motives was 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exclusionary behavior, and knowledge-based 

trust to interpersonal helping behavior. This research advances the existing understanding of authenticity in three 

aspects. First, research on coworker relationships has focused largely on social exchange and 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ies and suggested that employee authenticity facilitates positive coworker interactions. Our study 

departs from the main perspectives and builds on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to propose that time is required for 

authenticity to exert its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worker interaction. Second,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in general. This theory was proposed and has been used mainly to explicate how 

self-disclosure in communication advanc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theory to 

understand whether and how the action of manifesting one’s inner true self (employee authenticity) affects 

coworker interactions. Third, this study helps reconcile the inconsistent findings regarding how coworkers react 

to employee authenticity by stress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coworker relationship duration. 

Key words  employee authenticity, coworker relationship duration, knowledge-based trust, suspicion of ulterior 

motives, interpersonal help, interpersonal ex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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